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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克孜尔石窟中的保留比较完整的降魔图像现仅存于第 ７６ 窟、 第 ９８ 窟和第 １１０ 窟。 这三个

洞窟中降魔图像展示出了克孜尔石窟艺术中相同题材图像的发展与嬗变， 极具代表性。 图像中出现的

地神作证、 魔军进攻和魔王苦思情节都反映出与犍陀罗艺术的渊源关系， 而降魔佛陀、 飞腾魔军和多

臂魔王形象则呈现出多元艺术融合的态势。 图像的差异除了与所依据的文本和粉本关系密切外， 在石

窟中的不同位置、 不同的功能也造成了图像的差异， 文化的变迁也一并反映在图像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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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孜尔石窟第 ７６ 窟、 第 ９８ 窟和第 １１０ 窟出现的降魔图像在 ５－７ 世纪不断的发展变

化， 它的嬗变过程， 正是龟兹画工在不同背景下对同一题材的不断创新过程， 图像的发

展序列及背后的历史文化成因都值得深入探索。 本文拟将对第 ７６、 ９８、 １１０ 窟降魔图像

的来源、 嬗变及原因进行研究， 以求教于方家。

一、 克孜尔石窟中的降魔图像

克孜尔石窟中出现的降魔图像， 大部分已损毁， 现仅存第 ７６ 窟、 第 ９８ 窟和第 １１０
窟的壁画比较完整。 第 ７６ 窟是三个洞窟壁画中年代最早的一个 （图 １）。 关于其年代，
格伦威德尔将新疆壁画分为五种画风， 认为第 ７６ 窟属于第一种画风， 时间在四世纪中叶，
勒考克认为第 ７６ 窟的时间在公元六、 七世纪， 瓦尔德施米特认为第 ７６ 窟时间在 ５００ 年前

后。①阎文儒先生认为该窟在克孜尔石窟分期的第四期， 即大约 ７ 世纪初－１２ 世纪末。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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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白先生认为该窟在克孜尔石窟的第二阶段， 即大约公元 ３９５±６５－４６５±６５ 年。① 新疆龟

兹石窟研究所在综合考虑诸种因素后， 将其年代定为 ５ 世纪。② 该窟主室为平面方形，
穹窿顶。 降魔图像即位于窟内主室右壁上， 与另一降魔场景 “魔女诱惑” 紧邻。③ 在此

图中， 佛陀位于画面正中， 为交脚坐式。 画面左侧为魔王问询， 右侧为魔子抱腰劝阻魔

王， 上方为魔众， 下方正中为地神， 右侧为倒地的魔将。
第 ９８ 窟 （图 ２）， 阎文儒先生认为该窟的年代约为 ５ 世纪初－７ 世纪初。④ 宿白先生

认为该窟年代接近公元 ３９５±６５－４６５±６５ 年。⑤ 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则认为其年代约为 ７
世纪。⑥ 该窟为中心柱窟， 主室平面呈方形， 纵券顶。 主室入口上方的半圆形壁面上绘

有降伏魔众的图像。 图中佛陀结跏趺坐于方座上， 右手呈 “降魔印”。 佛陀左右为魔

王、 魔子和魔众， 台座下方为地神和倒地的魔将。

　 　 图 １　 克孜尔第 ７６ 窟降魔图像　 　 　 　 　 图 ２　 克孜尔第 ９８ 窟降魔图像

第 １１０ 窟中也绘有此图像 （图 ３）。 勒考克认为第 １１０ 窟的时间在六、 七世纪， 瓦

尔德施米特认为第 １１０ 窟的时间在 ６００ 年前后。⑦ 阎文儒先生认为该窟年代约为 ５ 世纪

初－７ 世纪初。⑧ 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将其年代定为约 ６ 世纪。⑨ 该窟为方形窟， 纵券

顶。 降魔图像绘于主室右壁。 在该窟左壁的连续方格佛传图中尚有一幅 “魔女诱惑”。􀃊􀁉􀁒

在降魔图中， 佛结跏趺坐于方座上， 右手呈 “降魔印”。 佛左右为魔王、 魔子和魔众，
下方为地神和魔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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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孜尔石窟的这三幅降魔图像内容独特， 图像位置的不断变化呈现出有意义的轨

迹， 值得深入探寻。

图 ３　 克孜尔第 １１０ 窟降魔图像

二、 图像的来源与发展

克孜尔石窟三幅降魔图像的源头总体显示出受到犍陀罗艺术的密切影响， 关于克孜

尔石窟降魔图像与犍陀罗艺术的关系， 张丽香从魔子劝阻魔王等细节出发进行了研

究。① 张善庆先生则探讨了龟兹石窟降魔变与金塔寺石窟降魔变的关系②。 笔者认为克

孜尔降魔图像与犍陀罗艺术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 克孜尔的降魔图像在情节的表现上， 与印度阿旃陀石窟、 敦煌石窟把 “魔

女诱惑” 和 “降伏魔众” 两个情节合二为一的形式不同， 而是单独表现， 可以说是这

里的一个特色。③ 而这种特色并非产生于龟兹， 而是来源于犍陀罗艺术。 在犍陀罗， 降

伏魔众的场面都是单独表现的。 其原因是犍陀罗受到希腊文化理性思维影响， 严谨遵循

时间顺序作传记式的描绘。
其次， 在克孜尔降魔图像中， 佛陀的台座下方都有半身女像， 据霍旭初先生考证为

作证的地神。④ 降魔图中地神作证的源头也在犍陀罗艺术中， 在柏林所藏的 ３ 世纪犍陀

罗雕刻中， 地神露出上半身， 双手合十， 仰面望佛的情节清晰可见 （图 ４）。 而在弗利

尔藏的另一犍陀罗雕刻中， 台座下有两个溃败倒地的魔军 （图 ５）。 在克孜尔， 这两种

图像被结合起来， 共同表现了这富有传奇色彩的石刻。 此外， 在克孜尔降魔图像的台座

以上， 佛陀旁边的魔王和魔众构成一种包围和压力。 在台座下方， 地神和倒地魔军表现

了胜利。 佛陀、 地神和倒地魔军三者构成的三角形， 具稳定感且又表现出佛陀的精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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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在图像的整体布局上， 克孜尔石窟的降伏魔众无疑继承了犍陀罗的艺术样式， 与印

度的图像有很大的区别。 犍陀罗主要是以 “上下” 位置来区分情节的： 台座以上， 佛

陀的左右为正在进攻的魔众； 在台座下面， 以地神作证和魔军失败共同象征胜利。 而印

度阿旃陀第 ２６ 窟中的降魔成道， 是以 “左右” 来明显的区分情节的， 画面左侧是魔王

们的进攻， 右侧是他们的败退。①

最后， 在第 ９８ 窟降魔图像的右下角， 有一坐于台上的菩萨装人物。 而在弗利尔所

藏的犍陀罗雕刻中的左下角， 有一游戏坐的思惟菩萨像。 据宫治昭先生考证， 此人也是

魔王， 他在苦思为什么会被释迦击败， 而将魔王刻画成像菩萨一样的半跏思惟像是犍陀

罗地区的一大特征。② 第 ９８ 窟的菩萨装人物正是来源于犍陀罗样式———由魔王形象演

变而来的思惟像菩萨———他与弗利尔的魔王出现在相对的位置， 其坐于台上的姿势如犍

陀罗魔王的镜中影像一般。 另外， 克孜尔石窟降魔图像的右上角还出现了佛经中没有提

及的魔众击鼓的情节， 也都能在以上两件犍陀罗造像中找到原型。

　 图 ４　 柏林藏犍陀罗降魔图像③　 　 　 　 　 图 ５　 弗利尔藏犍陀罗降魔图像④

除了与犍陀罗的密切联系， 克孜尔石窟的降魔图像也显示出一些与犍陀罗相区别的特征。
其中， 第 ７６ 窟中降魔图像在构图上与犍陀罗一样， 均为方形， 但在佛陀的造型却

有明显的不同。 首先， 第 ７６ 窟佛陀呈交脚坐式， 与犍陀罗结跏趺坐相区别。 同时， 第

７６ 窟佛陀的肩上还出现了火焰， 用以突出佛陀降伏魔众时的神迹。 在克孜尔石窟的早

期壁画当中， “焰肩” 就常常出现在佛、 弟子和僧人身上。⑤ 此外， 克孜尔石窟的降魔

图像除了第 １１０ 窟的袈裟漫漶不清之外， 第 ７６ 窟和第 ９８ 窟佛陀均着袒右袈裟。 佛像胸

部宽厚， 在近腰处逐步变得纤细———这是印度笈多造像特征的体现。 而犍陀罗的佛陀则

体型粗矮敦实， 着通肩袈裟， 身体大部分为厚重的衣服所遮盖， 不显露身体曲线。 这说

明， 印度笈多王朝的艺术趣味也给龟兹佛教造像带来了影响。 在环境刻画方面， 犍陀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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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非常重视 “菩提树下” 这一成道的背景， 而克孜尔石窟则更重视表现佛陀的身光

和头光， 甚至还出现了 “焰肩”， 来表示释迦牟尼已成佛。 这既与受到希腊文化理性思

维和逻辑思维影响、 追求历史的真实， 寻找佛陀真实的痕迹、 把握事物发展最关键情

节、 严谨遵循时间顺序作传记式描绘的犍陀罗艺术不同； 又与印度艺术热衷于动植物等

环境丰富而繁缛的描绘， 洋溢着一种旺盛的生命力和欢愉的气氛所不同。
在第 ９８ 窟中， 画面的右上角出现了空中飞腾的魔军。 而犍陀罗的画面从上至下都

排列了魔军。 魔军被安排为数列， 人物前后分置， 后排魔军的腿部被前排所遮挡， 只露

出上半身。 这是一种 “看台” 式的结构， 通过逐层提高后排人物的站立点以使其不被

前排遮挡。 而克孜尔第 ９８ 窟左侧的人物安排与犍陀罗相似， 右侧则有了天上和地下的

差别。 究其原因， 这是克孜尔对空间表现日益重视的结果， 不同的艺术构思促成了新的

视觉效果。 飞起的魔军与其他人物拉开了距离， 表现了更广阔的空间层次。 飞腾空中的

魔军准备射向佛陀的箭， 与画面左下角魔王举起的剑， 形成一对对应关系， 促成我们的

视线注目于中心的佛。 这也是克孜尔石窟降魔图像的一个新发展。
第 １１０ 窟则具有了更多崭新的特征。 该图人物密集而复杂， 几乎不留空隙。 而最突

出的特征是出现了多臂的魔王。 多臂人物表现不见于犍陀罗。① 这一形式极可能与于阗

的影响有关。 于阗流行的这种多臂的造型， 可见于考古实例。 斯坦因在和田发现的方板

Ｄ􀆰 Ⅶ􀆰 ６ 的两边均有绘画， 一面为一个 “三头四臂” 的神， 另一面为波斯风格的四臂菩

萨， 他们手中分别持有不同的器物。② 还有 Ｄ􀆰 Ｘ􀆰 ３ 三人组合神像中也有多臂的形象。
１９９８ 年， “中瑞探险队” 发掘的编号为 Ｄ１３ 殿堂建筑遗址中也有两幅三人组合的神像，
其中也有多臂的形象。 ２００２ 年， 中日共同考察队在 ＣＤ４ 发现有头光的四臂兽头人身像，
ＣＤ１０ 西北墙壁画中也有多臂形象。③ 于阗处于北印度佛教传播至中国的丝路上， 其在 ７
世纪之后汲取密教信仰， 是意料中的事。④ 在当时， 塔里木盆地南北两侧的自然条件远

好于现在， 南北交通线畅行无阻， “龟兹于阗” 道就处于这一区域， 此道沿途水草不

绝， 龟兹于阗商旅行人从未绝迹。⑤ 晚唐五代时期， 甚至敦煌的降魔变也受到于阗风格

的影响， 或者说其粉本都是来自于阗地区。⑥ 可见于阗佛教壁画样式的影响是十分广泛

的。 而且于阗地区也出现了来自龟兹的造像， 《释迦方志》 卷 １ 《遗迹篇四》 记载了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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阗国有从龟兹国而来的夹纻立像， “西南十余里寺有夹纻立像， 从屈支国来。”① 龟兹和

于阗地区的造像是有一定的交流的。 所以克孜尔石窟降魔图中出现的多臂魔王很有可能

受到于阗的影响。 总体看来， 克孜尔石窟降魔图像中的地神作证、 魔军进攻和魔王苦思

情节都反映出与犍陀罗艺术的渊源关系， 而降魔佛陀、 飞腾魔军和多臂魔王形象则呈现

出多元艺术融合的态势。

三、 图像嬗变的原因

克孜尔第 ７６ 窟、 第 ９８ 窟及第 １１０ 窟的三幅降魔图像展示出了克孜尔石窟相同题材

图像的发展序列， 极具代表性。 图像嬗变背后的原因值得探究。
首先， 图像的差异与所依据的文本或粉本有关。 克孜尔第 ７６ 窟中降伏魔众， 加上

相邻的魔女诱惑图像， 和 《太子瑞应本起经》 《过去现在因果经》 都有着密切的关

系。② 两幅相邻的降魔图像为何会与两种佛经相关？ 其可能的原因有二： 一是在龟兹地

区， 有着当地流行的版本， 它混杂了 《太子瑞应本起经》 与 《过去现在因果经》 的部

分内容。 另一可能的原因就是与图像粉本有关， 即为图像传播的结果。 图像侧重点的建

立是基于视觉领域的空间艺术； 而经文的阅读则是以时间方式来展开故事的。 《续高僧

传》 卷 ２７ 《释明解传》 载， “惟斯内章， 画工不识书”③ 对于一般文化程度并不高的画

工来说， 绘制壁画过程中依据现成的粉本则更为直接和便利。 所以， 才出现了图像内容

与当地经文不完全一致， 人物、 情节也不能与经文内容一一对应的情况。
当然， 图像和经文除了这种不对等性， 二者之间还有相互对应和相互丰富的部分。

在接近于原始佛教思想的巴利文 《经集》 中的 《大品·精进经》 记载了 “降魔” 的过

程， 但是其中佛与魔罗问答式的对话， 是平和的、 说理的， 这里全然没有后来演化的那

种女色诱惑、 刀光剑影、 光怪陆离、 惊心动魄的场面。④ 在克孜尔最早的第 ７６ 窟降伏

魔众中尚存 “魔王问询”， 但这一相当平淡的情节， 在后来的演化中也不复存在了。 年

代最晚的第 １１０ 窟的降伏魔众图， 是三幅降魔图中最为繁复的。 与之相关的 《佛本行

集经》 中的降魔内容有六品， 降魔过程描述的十分繁琐冗长。 降伏魔众的故事之所以

会演绎出如此丰富的内容， 是因为这是一个可以发挥想象力、 创作空间极大的主题。 故

事总是不断在新的绘画形式中获得重构和丰富， 而新的图像反过来也影响着文学的构

成， 推动着故事的演变。⑤ 可以说， 图像与经文的发展遵循其各自的逻辑， 却也有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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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动态的关系。 主题被重视， 也是图像越来越复杂的原因。 反过来， 这种复杂性和图像

在石窟中所处的特殊位置又传递了一种 “重视”， 进而促进了图像地位的提高。
其次， 石窟壁画作为观像的对象， 其在石窟当中的位置不同， 功能要求也就不同，

进而造成了图像上的一些差异。 第 ７６ 窟右壁上的降魔图像与其旁边的 “魔女诱惑” 共

同构成了降魔的情节。 此壁中上部绘三栏佛传， 每栏四铺。 可识别的故事有： 树下诞

生、 七步宣言、 出游四门等壁画内容， 此时的降伏魔众仅是被作为佛传中的一部分向大

家展示。 到了第 ９８ 窟， 降魔图像被移至主室入口上方的半圆形端面。 图像的重要性凸

显， 独立性得以增强。 再至第 １１０ 窟， 图像被放到了更重要的位置———主室正壁上方的

半圆形端面。 这是一个以多幅佛传壁画著称的洞窟， 甚至在东壁的中栏出现了 “魔女

诱惑” 的图像， 但二者并没有并行， 因此可以说， 此时的降伏魔众已经脱离了一般意

义的佛传。 主室正壁上方和前壁上方是两个相对的半圆形位置。 而正壁相对于前壁的位

置更为重要， 它是礼拜者进入主室视线首先停留的地方， 其意义自然不言而喻。 这种位

置的不断演变， 传递出图像重要性的递增， 以及观者注视程度的加剧， 也促使画面演变

出越来越丰富的、 耐人寻味的内容和形式。
最后， 石窟艺术的创作者虽为无名的画工， 但他们总是受到来自当地文化和历史的

影响。 他们留下的大量内容丰富、 构思精彩、 技艺高超的佛教艺术作品， 都带有当地文

化和历史的印记。 龟兹受到多种文化的传播与浸润， 随着时间的推移， 即使在同一题材

上， 也一次次地进行着创新。 龟兹面对外来文化， 一开始会表现出相当的依赖。 经过一

段时间之后， 就会根据当时当地的文化背景、 审美倾向、 价值观念、 情感喜好、 风俗习惯

和精神需求等， 对它们进行相应的调整。 画工按照范本绘制壁画， 并在传统允许的范围内

进行创新和变革， 使壁画的内容适合特定的文化环境。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次次在形式和

内容上发生微小的改变， 正是这些不间断的创新和变革， 共同形成了深远的影响力。

四、 结语

克孜尔石窟第 ７６ 窟、 第 ９８ 窟和第 １１０ 窟降魔图像中出现的地神作证、 魔军进攻和

魔王苦思情节都反映出与犍陀罗艺术的渊源关系， 而降魔佛陀造像显示出印度笈多造像

的特征， 飞腾魔军则表现出本地的特色， 多臂魔王形象受到于阗地区造像的影响， 三个

洞窟中降魔图像即反映出与犍陀罗艺术的渊源关系又呈现出多元艺术融合的态势。 而图

像所依据的文本或粉本， 石窟壁画作为观像的对象， 其在石窟当中的位置不同， 功能要

求的不同以及画工受到来自当地文化和历史的巨大影响造成了第 ７６、 ９８、 １１０ 窟的降魔

图像不断的发展变化， 从而展示出新的特色。 在 ５ 至 ７ 世纪克孜尔石窟中出现的降魔图

像不仅彰显了佛教的威力， 表示出是释迦牟尼从人到佛的关键点， 而且也真实记录了多

种文化曾浸润这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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